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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网络与军事冲突：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考察∗

刘　 丰　 董柞壮

　 　 【内容提要】 　 联盟政治与军事冲突的关系是国际安全领域的经典议题，既有研

究聚焦于国际体系、国内政治、联盟双边关系等因素如何影响联盟介入军事冲突的可

能性，产生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 由于联盟会形成由成员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塑

造着网络内外的国家之间互动的模式，特定的网络结构也会对联盟成员介入军事冲突

的能力和意愿产生影响。 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看，联盟网络的结构特征主要由中心

势、结构洞数量（网络密度）和联盟内部子群数量决定。 利用已有的联盟数据和军事

冲突数据，作者系统检验了联盟网络特征与军事冲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网络中心

势与体系中的军事冲突数量呈负相关关系，而子群数量、网络密度与军事冲突的数量

呈正相关关系。 社会网络分析拓展了联盟政治与军事冲突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为系统

探讨联盟政治及其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工具，可以与统计分析、案例研究和形

式模型等研究方法的成果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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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联盟政治研究者们始终关注联盟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意义，尤其是

围绕联盟是加剧还是抑制军事冲突这一问题产生了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 现有研究

广泛运用形式模型、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来对联盟与军事冲突之间关系进

行理论构思和假设检验，但是并没有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形成确定的学术共识。 鉴于联

盟本身是成员之间互动形成的独特网络结构，而在现实中也出现了关于美国联盟体系

“网络化”趋势的讨论，①本文试图引入社会网络分析这一新兴的分析方法，考察作为

网络结构的联盟对于军事冲突的影响，从而拓展联盟与军事冲突研究领域的分析

空间。

一　 有关联盟与军事冲突的既有论述

联盟是国家间为保障安全而缔结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安排，其核心是彼此之间的安

全承诺和义务。 当然，保障安全并不意味着维护和平、防范冲突。 只有当一个联盟以

抑制对手进攻为目的，而且有足够的威慑能力时，才能有效降低联盟成员遭到侵犯的

可能性。 反之，当联盟缺乏有效的威慑能力，甚至是以进攻为目的，那么就难以阻止冲

突的发生。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联盟与战争的关系也非常复杂。 在修昔底德的阐述

中，尽管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与斯巴达两个城邦国家之间权力转移和利益冲突的结

果，但直接导火索是它们的盟友科西拉与科林斯之间的争端。 类似的动力在近代以来

的国际战争中屡见不鲜，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被普遍视为由大国之间的僵化联盟引

发体系性战争的经典案例。②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中国始终奉行不结盟原则，部

分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与苏联、越南、朝鲜等国并不愉快的结盟经历以及不希望

继续卷入联盟内外的冲突之中。 一方面，结盟导致中国卷入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的军

事冲突之中；另一方面，原来的盟友大多背信弃义，甚至兵戎相见。③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考虑，联盟是导致还是防范军事冲突都是国际安全研

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 尽管长期以来国际安全研究者投入的研究力量巨大，运用的研

究工具众多，产出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但是并没有就这一问题形成确定而具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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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共识的结论。 总体上看，既有研究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解答，分别是联盟

导致军事冲突、联盟促进和平以及联盟有条件地导致冲突与和平。
第一类观点主张，联盟是国家卷入军事冲突的重要原因。 彼此保障安全是参与联

盟的成员最为重要的义务与承诺，一旦某个国家卷入军事冲突，那么根据彼此达成的

正式或非正式条约，该国的盟友应该给予支持或至少保持善意中立。 正如格伦·斯奈

德（Ｇｌｅｎｎ Ｓｎｙｄｅｒ）的“联盟困境论”所揭示的，“受牵连”与“被抛弃”总是联盟成员需

要权衡斟酌的难题。① 这一悖论的核心在于，履行联盟义务意味着国家会卷入并不希

望发生的军事冲突，但是不履行联盟条约意味着国家面临两方面的损失：一是该国威

慑力下降或联盟瓦解，无法继续为该国提供安全；二是信誉受损，背弃盟友的国家在后

续的安全合作中会被要求付出更大代价以确保可靠。② 从这个角度看，联盟成员国有

很大的可能卷入军事冲突，即使它们并不情愿。 伦道夫·西弗森（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Ｍ． Ｓｉｖｅｒ⁃
ｓｏｎ）等人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盟友处于军事冲突状态，那么该国卷入军事冲

突的几率是不存在此盟友情况的五倍，因此联盟是军事冲突扩散的重要机制。③ 此

外，布雷特·利兹（Ｂｒｅｔｔ Ａｓｈｌｅｙ Ｌｅｅｄｓ）等人的研究表明，联盟的威慑力和可靠性并不

如想象得有效，无论是建立高水平合作机制还是采取更加正式的安全合作形式，都不

会为联盟提供更多的威慑力，从而阻止军事冲突的发生。④ 这意味着联盟中的部分成

员可能容易遭受对手的攻击。
第二类观点强调，联盟促进和平。 联盟对冲突的抑制作用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

是攻击拥有盟友的国家，比攻击没有盟友的国家可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二是联盟内

部成员出于避免“被牵连”的考虑，可能会限制其盟友发动军事冲突。 杰克·利维

（Ｊａｃｋ Ｓ． Ｌｅｖｙ）的研究表明，近代以来的联盟不仅没有导致军事冲突，反而促进了和

平。 联盟建立后紧随而来的往往是和平而非军事冲突，因为多数联盟都不是以发动军

事冲突为目的而建立的。⑤ 与此同时，联盟关系能够在联盟内部形成制约，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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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①

第三类观点认为，联盟引发军事冲突是有条件的。 根据条约义务的差异，联盟可

以区分为防御性联盟、进攻性联盟、协商性同盟以及互不侵犯同盟，表明这些联盟本身

的性质对冲突的偏好是不一样的。 此外，国际环境、联盟成员的国内政治等因素都会

对具体国家发动或卷入军事冲突的倾向产生影响，使得联盟与军事冲突之间的关系应

该放在更加具体的情形下考察。 比如，肯尼思·华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认为体系

的结构安排会显著影响联盟卷入战争风险，多极体系下联盟选择的灵活性会导致战略

的僵化，使得大国竞相卷入战争之中；相比之下，两极体系下结盟选择的僵化导致战略

上的灵活，两个超级大国不必为盟友而轻易开战。② 柯庆生（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和杰克·斯奈德（Ｊａｃｋ Ｓｎｙｄｅｒ）关于多极体系下结盟模式的研究也指出了类似的动

力。③ 一些研究成果认为，进攻性联盟、大国主导的联盟以及牵涉国际争端的联盟更

容易卷入军事冲突。④ 同时，也有研究认为，当联盟承诺明确而可靠时，军事冲突发生

的几率会降低；而当联盟承诺不可靠时，军事冲突爆发的几率可能会升高。⑤

通过梳理这些研究可以发现，传统上对联盟政治及其影响的讨论多集中于国家层

次与联盟间层次，但这些层次上的讨论出现了差别巨大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 尽管联

盟的形成会对国家的行为造成可预期的影响，但是影响的方向仍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

性，即联盟义务可能促使国家卷入军事冲突，也可能抑制国家的军事冲突行为。 由于

联盟的性质、属性无法对联盟与军事冲突的关系做出确定性解释，现有研究不得不对

条件进行各种限定。⑥ 实际上，无论是联盟导致战争或者联盟阻止战争这样的论断都

显得过于简单，因为导致战争的并不是联盟存在与否本身，而是取决于联盟内部互动

的复杂进程。

单纯从国家层次和联盟间层次来考察联盟对军事冲突的影响明显忽视了联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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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社会网络的意义。 实际上，在整个联盟政治研究领域，从社会网络视角进行的

分析并不多见。 齐夫·毛茨（Ｚｅｅｖ Ｍａｏｚ）比较了联盟网络与贸易网络的形成，发现二

者形成的逻辑完全不同，前者是一种“偏好连接（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模式，即国

家在选择结盟对象时更倾向与联盟网络中的中心国家即大国结盟，因为一方面，追随

大国是国家在特定情况下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大国所在的联盟通常规模较大，能够

给国家提供更多安全，同时出于盟友可能不可靠的考虑，更多的盟友增加了对国家援

助的可能性。 由此，联盟网络具有集中化的趋势。 而贸易网络则遵从“同质化” （ｈｏ⁃

ｍｏｐｈｉｌｙ）模式，即国家更愿意与自身在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共同对手等方面更为一致

的国家形成贸易网络。① 斯凯勒·克兰默（Ｓｋｙｌｅｒ Ｊ． Ｃｒａｎｍｅｒ）等人在联盟政治领域明

确地运用了社会网络分析，试图研究联盟网络形成以及网络之间的相互影响。 他们的研

究发现，在联盟网络层面，国家结盟行为呈现“三角闭合（ｔｒｉａｄｉｃ ｃｌｏｓｕｒｅ）”特征，即如果 Ａ

国和 Ｂ 国分别与 Ｃ 国已经结成联盟关系，那么 Ａ 国或 Ｂ 国在下一步选择结盟对象时，会

互相优先考虑对方；同时，一国所拥有的联盟关系数量越多，该国结盟的可能性越低。②

此外，他们的研究还比较了社会网络方法与传统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法，发现社会网络方法

在分析联盟政治上更具优势，并进一步确认了联盟网络中的国家所拥有的联盟关系数量

会抑制国家结盟的可能性，而且联盟网络在演进过程中呈现集中化的趋势。③

这些有限的成果为联盟政治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也为社会网络分析的运用做

了初步的尝试。 然而，联盟网络的形成仅仅是联盟政治研究的第一步。 在联盟网络形

成后，其网络结构特征如何决定国家的行为，进而如何对军事冲突产生影响，都需要进

一步探讨。

二　 联盟与社会网络

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看，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通过双边和多边层次的联系形成了

特定的国际网络。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构成网络中的“点（ｎｏｄｅ）”，“联系（ ｔｉｅ）”界定

了它们之间互动的“规则（ｒｕｌｅ）”。 国际社会中常见的社会网络包括贸易网络、冲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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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外交关系网络、犯罪网络、国际组织网络等。 根据行为体与网络之间的关系，社会

网络可以分为两种：关系网络和隶属网络。 前者表示任意两个行为体关系有无、关系

的方向以及关系的程度，后者指以特定事件、组织或群体将行为体联系起来的网络。①

国家可以通过强化在网络中的位置获取影响力，因而国家的权力来源不仅只有硬

实力和软实力，也可以从其所在的特定网络中获取。 这也意味着，网络是国家权力的

来源之一，并且可以与其他来源的权力相兑换。② 比如，在全球贸易网络中，掌握稀缺

贸易资源或强大生产优势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像新加坡这种自由

港国家由于贸易成本低，成为全球贸易中的关键节点，同样在贸易网络中掌握较大权力。

社会网络分析关注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网络层次上体现为网络结构，

在行为体层次上体现为行为体在网络中的位置。 然而关系不同于物质实力，无法用直

观、经验的指标来衡量。 因此，社会网络分析发展出一套专门术语和测量指标，用以衡

量网络结构、行为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并将其作为最主要的解释变量。 可见，社会网络

分析本质是一种基于结构而非类别的研究方法，③通过考察结构的特征、演进来解释

研究对象背后的因果机制。

从社会网络视角看，联盟是典型的隶属网络。 在这一网络中，国家隶属特定的军

事联盟，国家是网络的“节点”，国家间的联盟承诺和义务是“关系”。 目前，关于联盟

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将联盟视为独立的行为体，考察其形成、影响、瓦解等；④

二是将联盟视为组织，考察其内部运作机制、管理、成员关系等。⑤ 在统计分析时，联

盟通常被拆分成一对对的双边关系，即“对子（ｄｙａｄｉｃ）”。 因此，现有研究主要从国家

层次、双边层次以及联盟间层次对联盟进行探讨。 在以联盟为整体的研究中，联盟性

质、类型、针对的威胁等因素是考察的焦点；在分析联盟内部双边关系时，研究者们主

要关注贸易往来、地理位置等；而在考察联盟的内部成员属性时，政治体制、国家实力

等要素受到的关注较多。

如果将分析拓展到联盟网络层次，那么社会网络分析能够在控制其他层次变量的

基础上，通过考察与联盟网络结构相关的变量，进而以新的视角来解释联盟内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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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复杂的相互联系（上述不同分析层次的差异可参见图 １ 至图 ４）。 同时，对于

联盟成员国而言，加入联盟不仅可能获得权力，更重要的是获取额外安全。 从社会网

络分析视角看，联盟内国家的安全收益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该国自身实力所带来的安全，

尤其是国家在军事、经济等领域的物质能力；二是联盟条约规定的安全承诺以及盟友履

行承诺的可靠性；①三是该国在联盟中所处的位置。 第三个方面将是本文讨论的基础。

图 １　 联盟成员层次的分析 图 ２　 联盟内双边层次的分析

图 ３　 联盟间层次的分析 图 ４　 联盟成员网络层次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联盟政治是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理想对象，而社会网络分析

能够极大拓展对联盟政治的研究。 从社会网络视角审视联盟与军事冲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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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有助于我们形成对二者关系的新认识和新见解，弥补传统分析方法在这个问题上

的不足。

三　 联盟的社会网络特征及其对军事冲突的影响

联盟的网络结构由关系决定，而社会网络分析“强调‘关系’在决定行动时比‘属

性’发挥了更根本性的作用，即‘关系本位’”，①因此本文将主要考察联盟网络结构特

征对军事冲突的影响，对其他变量并不做详细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讨论的军事

冲突是指国家主动卷入军事冲突的行为，包括主动发起或为履行联盟条约而加入的军

事冲突，而不包括在遭受其他国家攻击时“被动”卷入的军事冲突。

之所以联盟结构会对国家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产生影响，根本原因在于联盟结

构同时决定了加入联盟的国家所能获得的权力和安全。

在权力上，尽管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以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为分析的前提假

设，但是国际社会往往存在国际秩序，即国家无论追求权力最大还是安全最多，其多数

情况下都按照国际规则行事，这也意味着国际社会并不总是无序的。 国际秩序有多种

来源，比如由大国提供武力上的保障，或者提供经济上的依附，带有较强的强制性的国

际秩序。 根据国际关系的等级理论，国际秩序体现为国际社会的等级制，而等级制来

源于权威。 不同于强制，权威既包含使用武力的能力，又具有合法性。 权威包括两种

形式：“正式—法律型权威”和“关系型权威”。② 在联盟网络中，条约义务赋予联盟中

的主导国家前一种类型的权威，而网络结构的性质赋予主导国家后一种权威。 由此，

联盟中的主导国家拥有对附属国家的权力，并决定了联盟网络内部的等级制。

在安全上，国家加入联盟的目的是为获得更多安全，或者在面对军事冲突时更有

胜算。 由于联盟条约的缔结意味着联盟成员之间有互相支持的义务，即各方的物质力

量能够聚集，这不仅能够产生更大的威慑效果，也使国家在面临威胁时能够获得本国

实力之外的额外安全。 而在联盟网络下，国家之间的关系倾向于“三角闭合”，通常更

希望与网络中的大国结盟，因此联盟网络的结构趋向复杂，即国家之间的安全联系更

趋向紧密，国家从联盟中获得的额外安全随之增加。 如图 ５ 所示，如果 ａ 国与 ｂ 国、ｃ

国、ｄ 国分别结盟，那么 ｂｃ、ｂｄ、ｃｄ 之间也极有可能形成联盟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联

盟网络形成带来的安全收益要超过双边联盟关系的和，比如，ａ 国在联盟网络中所获

·２７·

　 联盟网络与军事冲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考察


①
②

曹德军、陈金丽：《国际政治的关系网络理论：一项新的分析框架》，载《欧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 ４期，第 ７３ 页。
戴维·莱克著，高婉妮译：《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得的安全收益比 ａ 国分别与 ｂ 国、ｃ 国、ｄ 国结盟带来的安全收益要更多。 这是因为，

联盟的凝聚力越强，国家之间的目标一致性越高，联盟越是可靠有效。 反过来，联盟网

络内的成员会对联盟网络形成较强的依赖和需求，以获得无政府状态下的有效安全保

障，同时借助联盟网络实现其他目标。 可见，通过影响其成员的战略选择和行为取向，

联盟的网络结构与国家卷入军事冲突的行为建立了联系。

图 ５　 联盟网络的闭合效应

注：实线代表已结盟，虚线代表可能结盟。

对于联盟而言，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主要包括中心势、网络密度和子群数量这三

项指标。 中心度在社会网络分析中是一个非常泛化的概念：一方面在应用上非常广

泛，另一方面在定义、测量、使用上差别巨大。 根据关系的距离，网络节点的中心度可

以分为局部中心度（ｌｏｃ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和整体中心度（ｇｌｏｂ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前者是指“某节

点的节点度或关系的集中程度”，即与某节点的直接关系数量，反映该节点的结构优

势，因为局部中心度越高，该节点所联系的其他节点越多，该节点的影响力就越大，在
网络中的优势地位也越强。 而后者是指“某节点在网络中与其他节点的距离”，即该

节点与其他节点最近距离之和，反映的是网络中各节点的紧密程度。① 在网络层次

上，中心度也可以反映网络的总体紧密程度，即整个社会网络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中

心化结构，网络层次上的中心度即“中心势（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中心势体现的

是相互之间的联系在多大程度上围绕一个特定的节点，即节点之间的相互联系程

度。② 中心势的表达式如下，其中 ＣＡＤｍａｘ
代表网络中绝对中心度最大节点的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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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盟政治中，尽管联盟成员之间相互承诺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承担的联盟义

务也并不均等，但是社会网络关注联系的有无，因此联盟内部各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距

离是相等的。 对于联盟的中心度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联盟网络的中心势。 此外，网

络的中心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键节点，因为关键节点的联系数量直接体现了中心

度。 在联盟实践中，大国通常可以被视为这类关键节点。

在国家层面上，“威望”是大国的影响力核心体现。 传统上与联盟有关的国家威

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强者结盟，尤其是与信守承诺的大国结盟，会增强国家的威

望；二是本国信守联盟承诺，甚至不计较后果地履行联盟义务。① 而从社会网络视角

看，威望体现了联盟网络中大国对其他国家的重要性。 在联盟形成过程中，小国往往

倾向于与大国结盟，以获得更多的边际安全。 可以推断，在联盟网络形成初期，其他国

家与大国的联系形成最早，加之网络的“三角闭合”效应，联盟网络的形成可以被视为

大国积累影响力或威望的过程。 由于大国往往掌握着联盟网络议程设定的权力，并且

在网络中居于支配地位，它们通常拥有超过本国实力的物质能力，在军事冲突中会具

有优势。 由此，当大国试图改变现状，并且得到了盟友支持时，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较大。② 与此同时，联盟网络中的附属国家出于对违背条约可能付出代价的担心，也

出于对在军事冲突中搭便车而获益的需求，很有可能选择支持大国的军事冲突行为。

但是，联盟中的附属国家挑起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比主导国家要低得多，这主要是由于

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小国被大国抛弃的可能性更高，对于“被抛弃”的恐惧更大，

因为大国违背条约所面临的成本更低。 第二，大国以及联盟网络中的其他国家会限制

小国的冒险行为，以防止被卷入军事冲突。 第三，小国在联盟网络中的议程设定能力

较弱，无法左右联盟的走向和行为。 因此，在联盟网络中，只有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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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意愿进行战争，而众多小国则被大国限制难以发动战争。

同时，如果联盟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中心化程度，那么引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

较小。 现有研究对联盟的“极化（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进行了讨论，发现联盟高度“极化”可

能引发军事冲突，而适度“极化”会抑制军事冲突。① 这是因为，广泛的联盟联系以及

紧密的合作本身就表明联盟内部国家在目标和利益上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一致性，无论

这种一致性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都意味着每个国家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

提高。 本文试图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既有研究加以检验。 由此，可以提出如下

假设：

假设 １：联盟网络的凝聚力越低，联盟成员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越大。

社会网络的第二项结构性特征是网络密度。 不同于中心势强调网络集中趋势，网

络密度关注行为体之间互动的密切程度或关系的复杂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

会网络中结构洞的丰富程度。 由于社会网络行为体众多、关系繁杂，但是并非所有的

行为体都彼此联系，互相没有联系的行为体在网络中被视为存在关系间隙。 此种间隙

被称为结构洞，占据结构洞的行为体被视为“桥梁”或“经纪人”，将互不联系的行为体

联结起来。② 占据结构洞的行为体常常具备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因为它们拥有其他

互不联系行为体的信息，从而能够进行信息匹配和建立二者的联系。 在经济领域，结

构洞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占据结构洞意味着掌握了独特的社会资本，或者具备了市

场信息获取和利用优势。

密度较大的社会网络通常拥有更为丰富的结构洞，在联盟网络中也是如此。 在联

盟网络中，结构洞表示国家处于不同的联盟网络或联盟联系之间，承担多来源、多类型

的联盟条约义务。 如图 ６ 所示，国家 Ｘ 所处位置即为结构洞。 与经济领域的行为体

不同，联盟网络中占据结构洞的国家并不是信息的传导者，而是不同联盟关系的协调

者或管理者。 在联盟网络形成之初，由于主要大国是中小国家建立联盟关系的首选，

因此大国在单一联盟网络形成过程中天然地占据着结构洞位置。 然而，当联盟网络走

向成熟和复杂化，处于结构洞位置的国家不一定是大国，也可能是其他与各方有联盟

关系的国家。 对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而言，很有可能既是特定联盟结构的中心，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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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联盟体系之间的结构洞。 此时，主导大国占据结构洞位置主要发挥管理联盟的作

用，即管理位于不同区域、目标各异的联盟体系，是其全球领导能力的重要体现。 对于

中小国家而言，占据结构洞主要发挥沟通作用，协调不同联盟关系的作用，因为占据结

构洞位置意味着它能够获得各方的认可。 对比来看，中心势与网络密度都体现了网络

结构的松散特征，但是前者强调在联盟网络中关系的数量带来的影响力，即网络的松

散程度是否依赖于特定的中心国家，后者则反映了网络中节点彼此联系的状态，即网

络的松散程度取决于节点彼此关联的状态。

图 ６　 结构洞示意图

联盟网络的密度体现了联盟体系的关联程度。 因为密度越高，意味着联盟体系成

员之间的相互联系越多，联盟之间的相互联系更为复杂，进而提高军事冲突所能波及

的范围，使得国家卷入冲突的风险增加。 由此，本文提出第二项假设：

假设 ２：联盟网络密度越大，国家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越大；联盟网络密度越

小，国家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越低。

社会网络的第三个结构特征是子群。 正如字面意思所表明的，子群是社会网络

内部特定的部分成员，其特征是“由于小群体成员互动频繁，因而构成了相似的或共

同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①即社会网络内部群体之间联系存在疏密差别，互相之

间联系紧密的成员形成了小团体。 在社会学中，对子群的研究主要关注特定群的凝

聚力。

联盟网络必然存在子群，因为不同的联盟体系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个小团体，联盟

条约的签订者都是子群的成员。 在联盟网络中，子群数量越多，意味着联盟体系越分

裂。 同时，如果分裂的联盟体系相互之间联系较少，那么联盟体系可以被视为彼此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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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联盟群体。 孤立的联盟体系比开放的联盟体系更容易引发军事冲突，因为在两个

群体严重缺乏交集时，利益或安全矛盾往往引发“一群国家与一群国家”的军事冲突。
此外，关系紧密的联盟子群内部成员互动频繁，合作机制化程度高、领域广泛，国家安

全与利益的兼容程度较高，更容易因为联盟承诺卷入军事冲突。 由此，本文提出第三

项假设：
假设 ３：联盟网络的子群数量越多，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越大。
此外，对联盟网络结构以及军事冲突产生影响的因素远不止上述结构特征，还包

括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数量和联盟数量等。 在本文的分析中，这两项要素将作为控制变

量纳入分析。

四　 统计检验

本文将用 １８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３ 年的联盟数据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 数据来源于“联盟

条约与义务条款数据库（ＡＴＯＰ）”①中的联盟数据。 其中双边类型的数据体现了联盟

体系中所有成员的两两关系，能够比较合理地衡量联盟网络关系。
网络关系在数据上呈现形式是矩阵。 与其他数量分析不同的是，在社会网络中不

同层面的数据都需要以矩阵形式存在。 例如国家层次的是行为体与时间的矩阵，即国

家作为行，时间作为列，国家在特定时间中发生了特定行动，或属性有特定变化，则在

矩阵中相应的位置标为 １，否则标为 ０。② 在本研究中，每一年的结盟情况都被处理为

一个矩阵，因而本文的基本数据由 １８７ 个矩阵构成。 在变量的操作化上，本文采用

Ｕｃｉｎｅｔ 软件进行分析。③ 该软件能够计算矩阵的中心势、网络密度以及子群状况。
对于本文的因变量，本文采用“军事冲突相关指数（ＣＯＷ）”数据库提供的“国家

间军事冲突”④数据，这组数据主要用来测量军事冲突的数量。 对于联盟网络的凝聚

力，本文采用中心势来进行测量，并计算各网络的网络密度和子群数量。 中心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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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子群数量、国家数量、联盟数量和军事冲突数量这几个变量的统计指标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网络特征统计描述

变量名 观测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每年军事冲突数量 １８７ ２６ ５２９４ ２６ １４５０ ０　 　 １１２　 　

网络中心势 １８７ ３３ ７３２６ １４ ２６６１ ５ ５６００ ７１ ４３００

网络密度 １８７ ０ ２６９３ ０ １６７３ ０ ０７９４ ０ ８３６４

子群数量 １８７ ２ １７１１ １ ０６８９ １ ５

每年的国家数量 １８７ ７１ ６８９８ ５０ ６６３０ ２３ １９２

每年的联盟数量 １８７ ４５ ７５４０ ６０ ４６８９ ２ ２５９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为验证相关假设，本文对三个变量与军事冲突的关系用泊松模型进行分析。 泊松分

布的概率模型如下。 Ｘ 为事件发生的次数，模型表示在单位时间 λ 内，事件 ｋ 的发生率。

Ｐ（Ｘ ＝ ｋ） ＝ ｅ －λλｋ

ｋ！

表 ２ 体现了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中心度与子群数量、国家数

量与联盟数量存在较为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 本文分别将这几个变量纳入回归中，结

果如表 ３ 所示。 由于联盟的网络结构特征对军事冲突的影响很可能并非“即时”影

响，而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发挥作用，为此本文在讨论中将网络结构特征变量

延迟（ｌａｇｇｅｄ）一年，①这也导致 １８１６ 年到 ２００３ 年的观测值并非 １８８ 个，而是 １８７ 个。

表 ２　 网络结构特征的相关性检验

网络中心势 网络密度 子群数量 每年的国家数量 每年的联盟数量

网络中心势 １．００００

网络密度 ０．２７９４ １．００００

子群数量 －０．６２５５ －０．４１２７ １．００００

每年的国家数量 ０．１１４７ －０．５１６５ －０．３３６９ １．００００

每年的联盟数量 ０．１１０８ －０．４３６９ －０．３６３０ ０．９４３３ 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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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检验，是否延迟对于最终的结果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延迟更加符合这一领域的研究惯例。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表 ３　 泊松模型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网络密度
　 １．０２９０∗∗∗

（０．１５４０）
　 １．１６３０∗∗∗

（０．１５６０）
　 １．１６００∗∗∗

（０．１８８０）
　 １．３６２０∗∗∗

（０．１９００）

网络中心势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１４）

子群数量
　 ０．０５６４∗∗∗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８７２∗∗∗

（０．０１９６）

国家数量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０６）

联盟数量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４）

时间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００７）

常数项
－４７．０６００∗∗∗　
（１．６１７０）

－４０．４９００∗∗∗　
（１．３１３０）

－４８．２５００∗∗∗　
（１．６９００）

－４１．８８００∗∗∗　
（１．４４８０）

Ｎ １８７ １８７ １８７ １８７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５７７４ ０．５７６２ ０．５７６２ ０．５６６３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１３８．８８００ －１１４２．２８００ －１１４２．２８００ －１１６８．８８００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３１１２．７３００ ３１０５．９３００ ３０５２．７２００ ３０５２．７２０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表中系数为事件的发生率，括号中为标准误，星号代表显著水平，∗∗∗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表 ３ 的结果发现，联盟的网络密度与军事冲突的次数呈正相关关系，即网络密度

的增加会导致军事冲突次数的升高。 因为网络密度的增加使得国家之间的安全承诺

复杂化，为履行联盟义务，国家可能不得不实际卷入冲突或至少在国际法上卷入冲突，

如伊拉克战争期间，有 ４９ 个国家宣布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但是真正派兵参加的主要

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波兰 ４ 个国家。 网络中心势的增加则与军事冲突的数量呈

负相关关系，同时子群数量越多，军事冲突数量会相应增加。 这可能是因为中心势的

增加意味着联盟网络中的中心国家掌控力越强，能够约束其他国家卷入冲突，而子群

数量的增加可以反映敌对联盟数量的增加以及联盟网络的分化，增加了军事冲突的可

能性。 此外，联盟数量和国家数量与军事冲突呈负相关关系。 上述结果验证了本文的

三个假设。 总体上，联盟网络的结构特征能够解释军事冲突的数量，并提供不同于其

他层面的解释。

·９７·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就联盟网络特征与军事冲突频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

没有将其他非网络层次的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加之由于联盟与军事冲突之间的关

系可能是相互影响的，未来需要用更成熟的技术来检验更多变量之间的综合作用。

五　 结论

传统上关于联盟的研究主要关注联盟所处的国际体系特征以及内部的国家属性

如何塑造联盟在国际和平与冲突中的作用。 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将联盟视为一种特定

的网络形式，试图探讨联盟网络的特征对联盟成员的行为模式的影响。 本文发现，联

盟网络的中心势、结构洞和子群数量等结构性特征显著影响了联盟介入国际冲突的可

能性。 当然，联盟网络特征并非联盟政治发挥影响的决定因素，也需要与国际体系和

国内政治层次的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总的看来，社会网络分析为探讨联盟政

治及其影响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和工具，如果与统计分析、案例研究和形式模型

等方法相结合，可以对联盟政治研究贡献更加丰富和新颖的知识。

联盟网络的结构与国际体系的演变变迁紧密关联。 在特定时期，国际体系特征及

其所塑造的国家行为模式决定了联盟网络的数量、密度和相互联系程度，联盟网络的

互动进而作用于体系进程和结构的变化。 当前，国际体系中仍然存在着复杂多样的联

盟网络。 其中，以美国为中心的多边和双边联盟条约所构成的网络最受关注，在国际

和地区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最为重要。 作为网络中的中心国家，美国对众多盟友的

安全承诺影响着美国卷入地区危机的风险及其在地区冲突中可能获得的支持，也塑造

着并没有安全义务的美国盟友之间的安全合作。 比如，在亚太地区，美国的盟友之间

并没有安全义务。 但是，由于中心国家的存在，它们彼此之间可能成为安全合作的优

先选择对象。 此外，联盟网络的内部效应还会从安全领域外溢到其他领域，影响这些

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和贸易关系等。 因此，未来我们有必要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对美

国的联盟网络及其影响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截稿：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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